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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1 

——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 

李大龙2 

内容提要：文章摆脱“民族国家”理论，在主权国家“国民”的视阈下，对梁启超、顾颉刚、费

孝通对“中华民族”的阐述进行评析。作者认为对“中华民族”的界定虽然有异，但三位的研究

对象是基本相同的。梁启超将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到清代和民国的结果命名为“中华民族”，顾

颉刚和费孝通在认同“中华民族”的基础上，对其属性和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但无论是顾颉刚所

言“无形中”，还是费孝通对顾颉刚“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观点的进一步阐述，都各自既

有合理性，也有待完善之处，依然任重道远，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从引发的讨论看，“民族”

只是表象，实则涉及东西方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的对接问题，而“民族国家”理论体系能否解释

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的历史及带给中国的影响则是引发争论的关键。进而提出：摆脱“民族国家”

理论的束缚，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视阈，重新构建适合阐述中华大地政权更

迭和人群凝聚交融轨迹的话语体系不仅是迫切的现实需要，也是学界应该担负起的重要使命。 

关键词;中华民族（国民）  梁启超  顾颉刚  费孝通  话语体系 

 

“中华民族”一词可能是自出现以后牵动学科门类最多，波及社会各界最广的词汇。就社会

科学研究而言，民族学、历史学（民族史）、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民族理论等诸多学科的学者都

曾经参与了讨论，甚至一度随着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而在 20 世纪末期出现了讨

论热潮。据笔者 2016 年 11 月 14 日在中国知网的检索，标题中含有“中华民族”的文章达到 11485

篇，最早收录的是在 1935 年《地理学报》刊发的张其昀撰写的《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2 期连

载），1981 年增加至 12 篇，1991 年增加到 113 篇，1994 年为 213 篇，2001 年为 342 篇，2003

年为 474 篇，2004 年为 501 篇，2005 年为 622 篇，2008 年为 716 篇，其后每年收录文献的量一

直保持在 552-774 篇之间。就“中华民族”的概念及其内涵而言，尽管也有将以梁启超先生为代

表的学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家的认识乃至政策层面中出现的“中华民族”进行专门探讨的

论著，但忽视学者和政治家在“中华民族”的界定上存在巨大差异，具有不同的目的，进而在“民

族国家”视阈下将其混在一起不加区分地进行探讨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由此，学界对“中

华民族”的解释不仅远未达到一致，而且陷入了中华民族是“民族复合体”还是“民族实体”似

乎无解的争论之中，也是很自然的一个必然结果。 

在有关“中华民族”的讨论中，将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先生与政治家的认识进行区分讨

论是合理的做法，而认为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的阐述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

认识并引领了大争论似乎也是学界的代表性看法。3 面对学界难以形成共识的争论，笔者认为从

“民族”视角对其进行评析难以把握其要旨，更不公允，而抛开民族国家视阈，从传统王朝到主

                                                        
1 本文刊摘于《思想战线》2017 年第 3 期，第 46-55 页。 
2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3 限于篇幅，对已有研究成果不做评述，有关讨论的情况，参见金炳镐等：《中华民族：“民族复合体”还是“民

族实体”？——中国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一》，《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 年第 1 期；达力扎布主编：《中

国民族史研究 60 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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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国家转变过程中“国民”凝聚的视角来审视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等先生的观点有可能是一

个相对公允的路径。因为三人观点虽然不同，但阐述的对象则是相同的，都是对由传统王朝国家

转变而来的主权国家疆域内的“国民”而做出的不同学术界定，三位学界前辈的观点之间也有着

前后相继的内在联系。下略陈管见，求正于学界同仁，期望有助于“中华民族”研究的不断深入。 

 

一、梁启超：从“中国民族”到“中华民族” 

 

中华大地上的政权更替和族群凝聚，在清代终于有了两个结果：其一是清朝以康熙二十八年

（1869）《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开端，实现了政权建构由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

型，“天下”开始有了明确的国界，并以“中国”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1 其二是在数千年族

群凝聚的基础上，清朝以雍正皇帝为代表的统治者也试图弥合族群之间的分野，将其统治区域的

族群整合为“臣民”。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在光绪皇帝“立宪”改革的上谕中明确出现了

“国民”的概念，中华大地上的族群凝聚从形式上也完成了从王朝国家的“臣民”到近现代主权

国家“国民”的转变。2 对于前者，虽然经过近代列强的蚕食鲸吞，但 1912 年代清而立的中华

民国还是继承了清朝的疆域，正式简称为“中国”，而对于后者则出现了一个以何名称称之，以

有利于继续推动其内部凝聚整合的问题，其中梁启超先生“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虽起到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但由此也导致了延续至今长达百年之久的争论。 

梁启超先生是“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者，其中“中华”为中国固有的词汇，“民族”则是

引进的词汇，这是学界的普遍认识。梁启超先生主要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历史上

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文中较集中地使用和阐释了“中华民族”。从写作

和发表时间及具体内容而言，梁启超先生对“中华民族”的界定存在着一个由模糊到逐渐清晰的

过程。 

1902 年，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开创性地使用了“中华民族”一

词：“立于五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

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及……

于戏！美哉我国！于戏！伟大哉我国民！”“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

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3 梁启超先生虽然在《论中国学

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但该文主旨是阐述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大势，从

其将“我数千年学术思想界为七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

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

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

代，今日是也”，以及对“中华”的界定，其“中华民族”的含义是不明确的。 

1905 年，梁启超先生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 7 次以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

认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自初本为一民族乎?抑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乎?

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一问题。……以故吾解释第一问题，敢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

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4 实际上，在文中梁启超先生先后使用了“我民族”、“中

国主族”、“原始之住民”、“中华民族”、“汉族”、“苗蛮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

                                                        
1 清朝对多民族国家疆域的贡献，参见李大龙：《“天下”到“中国”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

—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 年第 3 期。 
2 清朝对“臣民”的整合，参见李大龙：《转型与“巨民”(国民)塑造：清朝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学习与探

索》2014 年第 9 期。 
3《饮冰室合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5、228 页。 
4《饮冰室文集点校》，第 1678-1680 页。 

http://baike.baidu.com/view/225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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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等诸多相关词汇，而从其“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

称所谓汉族者”的解释看，其“中华民族”似乎是指称“汉族”，此与其所言明的研究“自初本

为一民族乎？抑由多民族混合而成乎？”“若果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则其单位之分子，今尚有遗

迹可见乎？其最重要之族为何为何？”“中华民族混成之后，尚有他族加入，为第二，乃至第三

四次之混合乎？若有之，则最主要者何族何族？”“民族混合，必由迁徙交通。中国若是初有多

数民族，则其迁徙交通之迹，有可考见乎？”“迁徙交通之外，更有他力以助其混合者否乎？”

五个问题以及“前所论列之八族，皆组成中国民族之最重要分子也” 1的结论也是吻合的。但是，

暂且不评论梁启超先生具体阐述内容的对错，就整体观点而言，梁启超先生所论似乎存在着难以

理解的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是否等同？如果不等同，仅是指“中国

主族”，那么“中华民族”则不能涵盖所有的梁启超先生所言的“伟大国民”；如果等同，其“中

国主族”具体何指？对此，梁启超先生在该文虽然缺乏必要的交代，但从整个文章结构分析，“中

国主族”的形成是其阐述的重点，也与其“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形成了呼应。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1923年 4 月发表于《史地丛刊》第 2卷 2、3号上，题为《中华

民族之成分》。在该文中，梁启超先生可能意识到了将“中华民族”界定为“汉族”存在难以圆

说的问题，因此首先对“民族”与“种族”、“民族”与“国民”做了区分，认为：“一种族可以

析为无数民族……一民族可含无数种族，例如中华民族含有羌种族、狄种族，日本民族中含有中

国种族、倭奴种族”；“民族与国民异。国民为法律学研究之对象，以同居一地域，有一定国籍之

区别为标识。一民族可析为两个以上之国民，例如战国、三国、六朝时。一国民可包含两个以上

之民族，例如今中华国民，兼以蒙、回、藏诸民族为构成分子。”在此基础上对“民族”的条件

尤其是“中华民族”给出了一个形象的界定：“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

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

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

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
2
应该说，梁启超先生对

“民族”的界定较前述两文有了很大进步，有些认识尤其是将“民族意识”的“发现与确立”作

为“民族成立之唯一要素”的看法与当今学界的认识趋于接近，但其“中国人”等同于“中华民

族”的结论实际上和自己“民族与国民异”的认识却存在较大矛盾。其一，“日本人”和“中国

人”意识的出现依托的是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的存在，由此“我中国人也”和梁启超先生所说的

“伟大国民”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重合的，而由此界定的“中华民族”概念就具有“国民”的性

质。其二，梁启超先生将“蒙、回、藏诸民族”界定在“中华国民”之内，但又言：“满洲人初

建清社，字我辈曰汉人，而自称旗人，至今日则不复有此称谓，由此观念，故凡满洲人，今皆为

中华民族之一员。反之，如蒙古人，虽元亡迄今数百年，彼辈犹自觉为蒙人，而我为汉人，故蒙

古人始终未尝为中华民族之一员也。”
 3
 “蒙古人”不是 “中华民族之一员”但却是“中华国民”，

则梁启超先生的“中国人”并没有涵盖“中华民国”境内的所有族群，其“中华民族”和“中国

人”自然也难以形成对应，从而形成矛盾。实际上，由其“满洲人”可以是“中华民族之一员”

的认识分析，梁启超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更准确地是指清朝在“臣民”之内形成的主体族群，

即俗称的“汉人”及其“汉化”的“满洲人”等其他族群。 

总体上看，在由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梁启超先生受到了“民族国家”

理论的影响，试图对中华大地尤其是清朝至民国疆域内族群凝聚和发展的脉络进行梳理，其对中

华大地上凝聚的主体族群的描述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乃至矛盾，尤其是虽然认识到了“民族”与“国

民”的差异，且对其背后所依托的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则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但这些问题的存

                                                        
1《饮冰室文集点校》，第 1678、1685 页。 
2《饮冰室文集点校》，第 3211 页。 
3《饮冰室文集点校》，第 3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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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并没有影响到“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对中华民国“国民”的塑造所起的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 

 

孙中山较早将“中华民族”概念引入政治领域，而蒋介石则将其与中华民国境内的所有“民

族”（“国民”）实现了对接，并没有在意“中华民族”概念是否具有完善的学理性，而“中华民

族”概念也未引起学界的讨论。但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历史有深入研究的顾

颉刚先生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不仅首次指出了“民族国家”理论给中华民国国家稳

定带来的严重威胁，而且也引发了学界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大讨论。 

顾颉刚先生对“中华民族”的阐述以刊登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 9 期（1939 年 2 月 13

日）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为开端，还包括其后在第 20期（1939年 5月 8日）刊出的《续论“中

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第 23 期（1939 年 5 月 29 日）刊出的《续论“中华民族是一

个”：答费孝通先生（续）》两文。
1
关于顾颉刚先生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及其引发的讨论，以

往学界给予了很多关注，但多是从人类学/民族学(具体说是“民族国家”理论）的视角进行评析，
2
似乎难以准确把握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要旨，而侧重从“政治”（国家危亡、中华

民族危亡）层面对其观点提出的意义进行肯定，更是忽视了其所具有的学理性及巨大而深远的学

术价值。因为顾颉刚先生对“中华民族”的阐述虽然起因于日本侵华所带来的国家危亡，但深层

次的原因是看到了“民族国家”理论不能合理解释“中国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而在“民族

国家”理论基础上诞生处理的且肆意传播的“民族自决”理论则带给中国更大的分裂风险。 

对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进行评析首要的问题是应该认识到以中华大地上众多

族群凝聚至清朝乃至民国时期的结果“中国人”来对应人类学话语体系中的“nation”,即在《中

华民族是一个》中所说的“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这是其理论形成的前提和立论的

基础。顾颉刚先生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一文中也有清晰地表达：

“所谓‘天下’等同于中华民族或中国人，已合于英文的 nation，意义非常清楚。要不是久已

有了这个中华民族，古人就不会出现这种意识了！”也就是说，顾颉刚先生是将“中华民族”界

定为中华民国的“国民”（中国人），其“中华民族”中的“民族”不仅并非今天人类学或民族学

意义上的“民族”，反而认为“民族国家”之“民族”理论不仅给世界，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危

害，尤其是“民族自决”，于是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顾颉刚先生有了如下感叹：“唉，民族，

民族，世界上多数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所万万不能容忍的。” 

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先生以前也是用“民族”阐述中国历史的，顾颉刚先生在《续论“中

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中说明了其转变的原因：“我当初使用这‘民族’一名正同你的

意思一样，凡是文化，语言，体质有一点不同的就称之为一个民族。请你翻出我的《古史辨》看，

‘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楚民族’，‘越民族’……写得真太多了。向来汉人自己都说

是黄帝子孙， 我研究古史的结果，确知黄帝传说是后起的，把许多国君的祖先拉到黄帝的系统

下更是秦汉间人所伪造，于是我断然地说，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他不是一个民族。但是

九一八的炮声响了，伪满洲国在伪‘民族自决’的口号下成立了，我才觉得这‘民族’不该乱用，

开始慎重起来。”由此看，“九一八”事件和伪满洲国的出现等政治因素只是顾颉刚先生反对用“民

                                                        
1 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上发表的三文，后收录于《顾颉刚全集》（中华书局 2010 年版），马戎主编：《“中华

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也有收录，故为节省篇

幅下文中的引用不再详细注明。 
2 关于 1939 年“中华民族”的讨论，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

2007 年第 3 期）和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 1939 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 年第 5 期）评述最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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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一词的导火线，其背后的原因则是顾颉刚先生在具体研究中通过“五度”对“民族”“这个

问题注意”的结果却是从学理上认为用“民族国家”理论认定“汉人”为“民族”是说不通的，

所以才有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认识。基于此，我们不能只肯定“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的政

治意义而掩盖了其在学理上乃至推动学术研究深入的重大价值。 

综合顾颉刚先生在三文中的阐述，笔者认为其“中华民族是一个”所包含的以下内容是应该

特别给予关注的： 

其一，“我们从来没有种族的成见，只要能在中国疆域之内受一个政府的统治，就会彼此承

认都是同等一体的人民。‘中华民族是一个’，这句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地实行却

已经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这是顾颉刚先生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对“中华民族”形成

和发展历史的经典表述。因为熟知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念及多民族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顾颉刚

先生的上述认识无疑是可信的，而其“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

了。从此以后，政权的分合固有，但在秦汉的版图里的人民大家是中国人了”的阐述，更是值得

今人尤其是学者深入思考。秦始皇对六国的统一不仅仅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

朝，还通过实施郡县制、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等，将自夏以来凝聚而成的夏人、商人、周人等凝聚

在秦朝的版图之内，造就了“秦人”的形成和壮大。一方面，秦朝的疆域奠定了多民族国家中国

疆域的基础，另一方面这是自“中国”概念出现后中华大地上族群之间第一次大规模凝聚和交融，

对于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的凝聚发展起着奠基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顾颉刚先生将这种凝聚

和交融称之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是否准确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但这段历

史却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的一次飞跃，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起着奠基作用，

这似乎也是今日国内学界较普遍的认识。 

其二，“从战国、秦、汉以来无形中造成的中华民族”。这是针对“中华民族”形成于何时？

如何形成的？顾颉刚先生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给出的答案，并进一步认为：“从前因为我们

没有中华民族这个称呼，在我们外围的人们无法称呼我们，可是说话时没有一个集体的称呼总觉

得不方便，于是只得用了我们的朝代之名来称呼我们，把我们唤作秦人、汉人、唐人。其中秦字

衍变为支那，成为国外最流行的名称；汉朝享国最久，汉人一名成为国内各族间最流行的名称。”

将“汉人”视为“中华民族”形成的标志是否准确依然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但存在了 4个

世纪的汉朝催生了“汉人”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却是难以否认的史实，顾颉刚先生应该是在此认识

基础上兼顾了后人尤其是国外用“汉人”称呼“中国人”的现实情况而做出的判断，而“无形中

造成”也形象地为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为“汉人”的原因和轨迹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间。 

其三，“中华民族之先进者”与“中华民族之后进者”。“汉人”既然是“中华民族”形成的

标志，那么如何阐述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整部的中国历史

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融合问题”？顾颉刚先生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

（续）》中提出了“中华民族之先进者”与“中华民族之后进者”两个概念，用以揭示“中华民

族”的形成与发展：“汉人的成为一族，在血统上有根据吗？如果有根据，可以证明它是一个纯

粹的血统，那么它也只是一个种族而不是民族。如果研究的结果，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血统，而

是已含满蒙回藏苗……的血液的，那么它就是一个民族而不是种族。它是什么民族？是中华民族，

是中华民族之先进者，而现存的满蒙回藏苗……便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他们既是中华民族之后

进者，那么在他们和外边隔绝的时候，只能称之为种族而不能称之为民族，因为他们尚没有达到

一个 nationhood，就不能成为一个 nation。他们如要取得 nation的资格，惟有参加到中华民族

之内。既参加在中华民族之内，则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顾颉刚先生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

答费孝通先生》中也对“中华民族之先进者”和“中华民族之后进者”的关系有如下描述：“汉

人的文化虽有一个传统，却也是无数文化体质的杂糅，他们为了具有团结的情绪和共同的意识，

就成了拆不开的团体了。再想蒙、藏、缠回，知道他们都是部族。汉人体质中已有了许多蒙、藏、



 6 

缠回的血液，现在的蒙、藏、缠回则是同化未尽的，然而即此同化未尽的也是日在同化的过程之

中，将来交通方便，往来频繁以后，必有完全同化的一天。至于现在虽没有完全同化，然而一民

族中可以包含许多部族，我们当然同列于中华民族而无疑。”顾颉刚先生用“华化”和“同化”

来阐述“中华民族”内部“各族融合”，虽然使用了“汉人”，但其对“文化”、“体制”是“杂糅”

的描述却是如实反映了中华大地上族群交融的史实。 

其四，“王道”与“霸道”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影响。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

孝通先生（续）》中顾颉刚先生引用了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所指出的“‘自然力便是王

道’，用王道来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并以此认为

“秦皇用了武力造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原来各国的人民也就用了自然力造成了一个伟大的中

华民族。秦的国家虽给刘邦项羽所打到，而那些人民所造成的大民族则因团结已极坚固，并不与

之俱倒……时代愈后，国家愈并愈少，这就足以看出中华民族演进的经历来。自从秦后，非有外

患，决不分裂，外患解除，立即合并。所以我在第一篇文字里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这句话固

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经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通过“霸道”而建立

的历代王朝，经清朝由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至中华民国已经基本确立了固定的疆

域，而疆域内的“人民”在“王道”（自然力）的作用下“好像雪球这样，越滚越大，遂得成为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由“霸道”形成的“国家”为其境内族群的凝聚和交融提供了稳定

的环境，而境内的族群通过“王道”（自然力）而逐渐交融为一体，这种阐述不仅适合于揭示“中

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形成和发展历史的阐述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应该说，顾颉刚先生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阐述尚未达到系统和完善，甚至也存在一些漏

洞，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顾颉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是指“中华民国的人民”，那么“中华

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应该是符合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与交融的结果和发展趋势，自然也是能

够成立的。当然，顾颉刚先生将其认定的“中华民国的人民”和英文的 nation去对应是否合适，

是属于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用“民族国家”理论中“民族”的标

准不仅不能准确描述中华大地上族群的凝聚结果，而且对于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却带来了严重威

胁，这应该是顾颉刚先生的重大发现。因为秦人、汉人、唐人等一系列的概念是出现在中华大地

数千年的文化积累之中，其划分族群的标准和西方截然不同：“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

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

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

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

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1 源自于中国古籍和传统观念而对中华大地上

族群凝聚结果所做的描述是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将其和出现在西方文化体系下的“民

族”进行无缝对接则是难以做到的。遗憾的是，顾颉刚先生的认识虽然引起了争论，但并没有起

到一个应有的警醒作用，时至今日将中国古籍中出现的“某某人”称之为“某某民族”还依然是

普遍的现象。 

 

三、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之后曾经撰文与顾颉刚先生商榷，顾颉刚先生上述后

两文即是针对费孝通先生质疑而做出的回应。值得我国学术界深思而且耐人寻味的是，费孝通先

生 1988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特纳讲座”上做了演讲，题目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其后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上。1993 年在顾颉刚先生百岁纪念会上，费孝通先

                                                        
1 王梦欧注译：《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 第 181-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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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仅再次谈及了这次争论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我并没有去推敲顾先生为什么要那样大声

疾呼中华民族只有一个。我就给顾先生写了那封信表示异议。这封信在该年 5月 1日《益世报》

的《边疆》副刊上公开刊出了，题目是《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接着顾先生在 5月 8日和 29日

撰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长篇大论，意重词严。这样的学术辩论在当时

是不足为怪的。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基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

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膺胸，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

的政治立场我是王权拥护的。……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以此同时，费孝通先生却对

顾颉刚先生反对用“民族”的做法表示出了理解和赞同：“其实从学术观点上说，顾先生是触及

‘民族’这个概念问题的。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历史的事实。民族是

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

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顾先生其实在他的研究中已经接触到了这个困难。他既要保留西方‘民

族国家’的概念，一旦承认了中华民族就不能同时在承认在中华民族之内还可以同时存在组成这

共同体的许多部分，也称之为民族了。”可以说，费孝通先生的观念不仅出现了巨大的转变，而

且试图完善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 

马戎在《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 1939 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

论》一文中不仅认为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对“中华各群体之间经过几千年

的迁移、通婚而在血缘上的互相融合、文化上的相互吸收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些内容与顾颉

刚先生在 1939 年写下的话语几乎完全相同”，而且“认为费先生在 50 年后基本接受了 1939 年顾

先生对‘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和对其特征、发展历程的描述。”1 费孝通先生确实对于顾颉刚

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由质疑到认同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但其在《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中阐述的观点尽管存在着一些相同的用语，如“滚雪球”的比喻等，但也并非和顾先

生的阐述“几乎完全相同”，还是存在着较大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费孝通先生首先对“中华民族”的含义做出了明确的

界定：“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

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2在 1939 年发表的《关

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费孝通先生质疑顾颉刚先生时曾言：“先生所谓‘民族’和通常所谓‘国

家’相当，先生所谓‘种族’和通常所谓‘民族’相当。可是我们觉得在名词上争执是没有意思

的，既然‘民族’等字有不同的用法，我们不妨在讨论时直接用‘政治团体’、‘言语团体’、‘文

化团体’甚至‘体质团体’。若把这些名词用来诠释先生所谓‘中华民族是一个’，我们或者可以

这样说法：‘中华民国境内的人民的政治团体是一个’。这句话说起来似乎很没有力，因为中华民

国既然是一个国家，逻辑上讲自然是指一个政治团体。”3相比而言，费孝通先生观点出现的变化

还是十分明显和巨大的：一是，重新来论证一个自己以前认为“说起来似乎很没有力”的问题，

说明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不仅反映着费孝通先生对顾颉

刚先生的观点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对“中华民族”和“民族”这些概念的价值也有了全新

的认识。二是，费孝通先生在 1939 年已经意识到出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英文词汇难以解释中

国的“民族”问题，试图直接用另外的话语体系中的名词来进行讨论，但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

体》中，费孝通先生并没有使用当初提议使用的“某某团体”之类的词汇，重新回归到了“民族”，

                                                        
1 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 1939 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

学报》2012 年第 5 期，后收入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 
2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以下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的引用皆出于此，不再注明。 
3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

64 页。 



 8 

似乎一方面说明了利用这些词汇也难以阐述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些词汇的使用如

“民族”一词的使用一样，也需要构建一个话语体系为其支撑。三是，为了“纠正”顾颉刚先生

对“民族”和“种族”使用上的错位，费孝通先生虽然改为都使用 “民族”这个名词，但却将

其区分为不同层次，以解决使用同一名词命名不同“团体”而带来的矛盾。 

其二，中华民族有一个由“自在”到“自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呈现

的主流可以概括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

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将“中华民族”

分成“自在”与“自觉”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阐述的一大贡献。“它

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

形成了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一阐述不

仅仅是对“自在”过程中“中华民族”的理论概括，实际上也有对“中华民族”现实的再关照。

应该说，费孝通先生肯定了“以这疆域内部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存在，但却认为这一

“统一体”在“经过民族自觉”后才“称为中华民族”，这和其对“汉族”形成与发展的认识是

一样的。 

其三，“汉族”是“凝聚的核心”，并在大混杂、大融合中不断壮大。费孝通先生直接将“汉

人”称为了“汉族”，并称其为“凝聚核心”。应该说，《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对“汉族”

形成和壮大的阐述和顾颉刚先生三文相比并没有太多新内容，但将其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凝

聚核心”却与顾颉刚先生将“汉人”也称为“中华民族”有着明显的差别，这也是费孝通先生对

“中华民族”阐述的一大贡献。只是这一认识涉及的是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原因的分析，

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尤其是需要熟知中国历史，上述视“汉族”为“凝聚核心”的表述似

乎没有做到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将“汉人”径称为“族”，并认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

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会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民族意

识”，也就是说“民族”具有排他性，“汉族”还能否起到“凝聚”“中华民族”且是“核心”的

作用是需要做出具体阐释的。二是，从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和融合的实际分析，恰如《中华民族

的多元一体格局》所描述的，“北方民族不断给汉族输入新鲜的血液”，而“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

民族”，但如此是否是实现了“中华民族”“凝聚”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将其与顾

颉刚先生对“王道”和“霸道”在“中华民族”“凝聚”中作用的分析相比，明显存在着难以圆

说的问题。三是，费孝通先生没有关注到用自己对“中华民族”形成“自在实体”的理论阐述也

可以用来分析“汉族”的形成和发展，二者性质和形成途径具有十分明显的相似性。实际上，如

果我们将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在不同阶段的凝聚结果都视为“中华民族”在不同时期的外在表现

的话，相比较，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即是汉族的别名”的认识似乎更符合“中华民族”形成和

发展的史实，而费孝通先生则将其视为“中华民族”内部的一份子，虽然视为“核心”但也是与

其他“民族”属于并列的部分了，似乎与“中华民族”的发展轨迹不相吻合。 

其四，关照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自在实体”出现前的情况及“自觉实体”的现实

和未来。《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视野在空间和时段上在明确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拓展，

有助于更清晰地从宏观上把握“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轨迹，这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

阐述的又一贡献。以往，如何将史前以及边疆地区族群的情况纳入到“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

描述轨迹之中是一个难题，《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在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做出明

确界定的基础上，利用考古资料来阐述“中华民族”“多元的起源”，同时以“中国西部的民族流

动”为题将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及天山南北辽阔区域内族群的凝聚和发展历史也纳入

叙述范围，并“瞻望”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可以说不仅视野宏大，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方

法和资料。 

应该说，尽管也存在着一些欠缺，但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将学界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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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的阐述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非有学者所认为的没有发展，尤其是引发了国内学界对

“中华民族”的关注热潮，其功更值得充分肯定。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位先生对“中华民族”的探讨

进行学理上的评析： 

其一，对“中华民族”的界定虽然有异，但三位先生的研究对象是基本相同的。从上述分析

不难看出，尽管视角和方法各异，三位先生的关注对象也有具体差别，梁启超先生的研究对象是

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疆域内的“臣民”及其发展而来的“国民”，顾颉刚先生的研究对象是

“中华民国的人民”，而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对象则是“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但

三者有着相同的性质，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同，因为三个研究对象是“中华民族”在不同阶段的表

现。三人对“中华民族”的阐释尽管存在差异，但也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关系，尤其是顾颉刚与费

孝通先生，后者对前者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最为明显。因此，将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位先生

的有关成果放到一起进行评析的话，不仅是一个更为恰当的途径，也更有助于客观地认识其学术

成就，进而做出相对准确的评价。 

其二，中华大地上的族群凝聚到清代和民国已经有了结果，这是历史事实，梁启超先生只不

过是给它起了个“中华民族”的名称而已。顾颉刚和费孝通先生使用了这一名称并对其属性和内

部结构进行分析，显见是认同了这一称呼。而如上所述，无论是将其视为清朝的“臣民”（国民）、

中华民国的“国民”，还是“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也不管将其凝聚的途径描述

为如顾颉刚先生所言“无形中”，还是费孝通先生所言“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都各自既有

其合理性，也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如何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轨迹用具有中国传统特色话

语体系完善地表述出来，任务并未完成，依然任重道远，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 

其三，从 1902 年梁启超先生第一个使用“中华民族”，经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引

发的讨论，到 1989年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发表，“中华民族”的讨论不仅没

有平息，反而日益得到学界的关注，2016 年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1939 年这

一议题的大讨论》的出版似乎是一个极好的体现。应该说，导致争论的原因，从“中华民族”所

引发的几次讨论看，表面上似乎是集中在“民族”概念二字之上，但深层次的原因却很少有学者

提及。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涉及东西方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的对接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民族

国家”理论体系能否解释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的历史，而该理论体系为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带来的是威胁还是机遇，更是引发争论的关键。但是，遗憾的是顾颉刚先生的呼吁受到了费孝通

等先生的质疑，尽管 50 年后费孝通先生彻底改变了自己用“民族国家”理论质疑顾颉刚先生的

做法，并认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历史的事实”，《中华民族的多元

一体格局》可以视为是其对“中华民族”（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进行描述的具

体实践，但当今国内学界依然无视或将顾颉刚先生弃用“民族”二字的呼吁视为“政治表现”，

依然将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置于“民族国家”的理论语境下进行评析，并

全然无视费孝通先生“我们觉得在名词上争执是没有意思的”的忠告，导致有关“中华民族”的

研究虽然成为热潮，却依然停留在对名词的重复阐述基础之上。当今国内学界的这种行为一定程

度上似乎是 1939 年费孝通先生对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质疑的翻版，不仅没有些许的

进步，反而依然受困于“民族国家”理论体系之中。因此，摆脱“民族国家”理论的束缚，从传

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视阈，重新构建适合阐述中华大地政权更迭和人群凝聚交融

轨迹的话语体系不仅是迫切的现实需要，也是学界应该担负起的重要使命。 

 


